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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集聚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艾小青　张雪薇

(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２４)

摘要:本文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全国２８６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

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不

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性,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随

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由集聚效

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

多样化对大城市作用显著,而专业化对中小城市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对经济

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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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并对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产生影响,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发展趋势来看,以工业化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逐

渐向以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升级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又因为交通基础设施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条件,因此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如何通过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能否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影响经济集聚? 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对于经济集聚的影响有何区别?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

集聚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城市规模约束下有何差异?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试图将交通

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及经济集聚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在充分考虑经济集聚的空间相关

性和溢出效应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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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基础设施对经济集聚的影响[１],李洪昌等认

为高速铁路有利于经济向西部地区集聚,促进经济实现均等化发展[２].覃成林等认为高速铁路能够

提升铁路沿线的城市可达性,从而提高城市经济集聚水平[３].宗刚等研究发现公路对经济集聚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高等级公路对经济集聚的贡献度最高[４].另一方面是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对服

务业的影响,高翔等通过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高速公路的建设提

升了服务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有高速公路连接的企业相比没有高速公路连接的企业生产率更高[５].
吴昌南等认为高速公路密度对不同区域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差异化,在东部地区高速公

路对其影响为正,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速公路对其影响为负[６].蒋荷新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对所在

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邻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

出效应[７].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区域内和区域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和网络性,不仅会对经济

集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推进机制,而已有研究很少将生产性

服务业作为中介变量来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另外,已有研究多是以省级面板数据

为样本数据,没有充分考虑到各个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性.本文可能的创新和

边际贡献为:第一,考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中介效应,并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分为专业化发展

和多样化发展,将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及经济集聚纳入统一的框架中进行分析.第

二,采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２８６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

施、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和专业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分别考察在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城

市规模约束条件下,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集聚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从而为我国城市发展路径选择

提供新的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关于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经济集聚传递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我们主要从以

下两个方面进行梳理,一是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经济集聚的作用机制;二是交通

基础设施对经济集聚的异质性影响.
(一)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集聚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通过要素整合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性

行业,能够将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引入商品和服务中,通过集聚深化外部性作用,进一步实现规模经

济,优化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从而对经济集聚产生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包括两种外部性:其一

是专业化外部性,反映了行业内部的技术成熟程度和单一结构,即相同或类似行业集中在某一区域所

产生的外部性经济带来的 MAR外部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缩短了运输时间,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

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范围,企业选址在该区域不断集聚,从而导致区域内同一产业链环节成熟连

贯.在此情况下,专业化外部性发挥着协作分工的优势,进一步加强了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这些均依

赖于城市之间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并且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正向作用[９].其二是多样化外部性,
反映了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多元化经济活动在某一区域集聚所产生的外部性经济带来的

Jacobs外部性[８].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能够加强上下游产业间前向和后向的水平关联,促进交叉领

域之间的技术溢出、渗透,并且形成了协作、分工和竞争的网络,有效地支撑了多样化中间投入品,激
励行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

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其可达性和便捷性的程度就越高,就越能加快劳动力的流动速度,使企

业获得更多人力资源,从而产生要素整合效应[１０],同时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技术和知

识的外溢和扩散,并产生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吸引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此集聚,进一步通过要素整

合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增长动力是通过专业化和多样

化外部性对经济集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交通基础设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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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生产性服务业 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作用影响经济集聚,其作用机制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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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

影响经济集聚的作用机制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促进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并且对经济集聚产生正

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二)交通基础设施、异质性与经济集聚

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约运输成本的同时,会引起

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利益再分配.我国

的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和

西部地区的区域性交通枢纽城市相对较少,因而交

通基础设施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１１],
并且我国的区域经济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１２],从空间上看,经济集聚与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分

布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高速公路和

高速铁路的建设,不仅加快了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而且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合作和分工提供了便

利,促进了城市经济集聚.现实是,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区位优势较好地区形成经济集

聚,而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使得区位优势欠缺地区的发展更为滞后,无法满足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存在差异,因此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地区的经济集聚影响

存在异质性.
当城市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阶段时,交通基础设施大规模修建和重化工行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相对较低时,对服务业需求较少,市场供给比较单一,专业化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
随着产业的深入发展和新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经济发展由工业化阶段进入城市化阶段,劳动密集型产

业逐渐向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对生产服务业的需求日益增长,
从而带动了金融、房地产、商业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交通条件改善可以降低企业之间的运

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范围,更有利于提升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引导资金和技术流向高端服

务业,并促进资源的空间优化以及经济集聚.Jacobs外部性作用需要在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的城市

才能得以发挥,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在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因为大城市拥

有较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促进生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从而

提升城市经济集聚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规模等约束条件下,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作用于城市经济集聚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

三、模型设定和相关变量说明

(一)构建计量模型

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和网络性,因而考虑地理单元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以及空

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建立３个可供检验的计量模型:模型

１,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以及相邻城市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

经济集聚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DurbinMode,SDM);模型２,由于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影响,将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和专业性作为中介变量,参考温忠麟等的中

介效应检验程序[１３],分别基于交通基础设施对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指标和专业化指标的影响来验证

中介效应;模型３,构建包含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模型１:

lnEDit＝ρ１WEDit＋β１ACCit＋θ１WACCjt＋γ１Xit＋η１WXit＋δi＋ut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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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EDit代表城市经济集聚水平,WEDit代表经济集聚水平的空间滞后项,ACCit代表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WACCjt代表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滞后项,Xit代表控制变量,WXit代表控制变量的滞

后项,Wij是空间权重矩阵,δi和μt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模型２:

lnSDEit＝α１ACCit＋γ２Xit＋εit (２)

lnSLEit＝α２ACCit＋γ３Xit＋εit (３)
式(２)和式(３)中,SDEit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多样化指标,SLEit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指标,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模型３:

lnEDit＝ρ２WEDit＋β２ACCit＋θ２WijACCjt＋β３SDEit＋θ３WijSDEit＋β４SLEit＋θ４WijSDEit＋
γ４Xit＋η２WXit＋δi＋ut (４)

(二)相关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经济集聚(ED)是指经济活动在某一地理区域内人口、资源等经济要素相对集中

的现象,经济密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地区经济集聚水平,还可以度量单位土地面积上经济活动的密

集程度,符合经济集聚的密度特征.本文参考李红昌等(２０１６)的做法[２],采用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国内

生产总值与城市面积的比值来衡量经济集聚程度.

２．核心解释变量.交通基础设施(ACC)是影响经济集聚的重要因素.大多数文献采用实物形态

来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相比客货运量、成本费用等指标,采用交通密度这一统计口径更能够反映

实际经济活动的公路基础设施的资源量,本文参考张浩然等(２０１２)的指标选取[１４],以城市每平方公

里等级以上公路里程作为测度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

３．中介变量.将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和专业化发展设定为中介变量,并参考于斌斌(２０１６)对生

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指数(SDE)和专业化指数(SLE)的测量方法[１６],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SDEt＝１/∑s|Pst－Pt| (５)

SLEt＝Max(Pst/Pt) (６)
式(５)和式(６)中,SDEt是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指标,SLEt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指标,Pst表示s

城市中生产性服务行业t的就业人数占比,Pt表示行业t在全国就业人数中占比.生产性服务业多

样化指数和专业化指数并不冲突,即较高的多样化水平和较高的专业化水平能够同时并存.

４．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对经济集聚产生影响的变量还包括:人力资本(h),用“每万人中高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D ３４３２ ０．２０５ ０．４８０ ０．００１ ９．７６１
ACC ３４３２ ０．９３６ ０．４８５ ０．０２９ ３．８０７
h ３４３２ ４．３９９ １．２４３ ０．０００ ７．１８０

wage ３４３２ １０．３５８ ０．４８９ ８．５１０ １３．３２０
market ３４３２ １１．２６４ １．２３６ １．４４０ １５．１１０
gov ３４３２ ０．１６８ ０．１２１ ０．０００ ２．３４９
fdi ３４３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２

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的对数”表示;工资水平(wage),用
“城市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的对数”表示;市场需求

(market),用“社会零售总额与城市内部距离(通过城

市面积折算)比值的对数”表示;政府干预程度(gov),
用“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fdi),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的比重”表示.相关

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１所示.

５．空间权重矩阵.现有研究中对权重的设置通常

采用０－１邻接矩阵,认为只有相邻地区才具有相关

性,但实际上在一定空间距离范围内都可能存在相关性.根据“单位间的空间关联性随着距离的缩短

而逐渐递增”这一定理,本文采用地理距离衰减的空间权重矩阵 Wij,用dij表示i和j之间的地理距

离,则 Wij＝１/dij
２.

(三)数据来源

依据２００３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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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服务业、教育等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构成.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备性,选取

２８６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自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年鉴»
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年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莫兰指数(Moran＇sI)空间相关性检验

表２报告了城市经济集聚与交通基础设施的莫兰指数空间相关检验的结果.如表２所示,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年经济集聚、交通基础设施莫兰指数均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地偏离随机分布,结果表明经

济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这也说明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是适用的.
　表２ 城市经济集聚与交通基础设施的莫兰指数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ED
０．４６０∗∗∗ ０．４６５∗∗∗ ０．４６３∗∗∗ ０．４５９∗∗∗ ０．４６７∗∗∗ ０．４６１∗∗∗

(２．４８１) (２．５１０) (２．５０２) (２．４７７) (２．５２３) (２．４８６)

ACC
０．９９９∗∗∗ ０．６３５∗∗∗ ０．５７７∗∗∗ ０．５５９∗∗∗ ０．６１７∗∗∗ ０．６２０∗∗∗

(５．３８８) (３．４３１) (３．１２０) (３．０２３) (３．３３３) (３．３４９)

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ED
０．４４８∗∗∗ ０．４３７∗∗∗ ０．４５０∗∗∗ ０．４５４∗∗∗ ０．４７５∗∗∗ ０．４９３∗∗∗

(２．４１９) (２．３６１) (２．４３２) (２．４５１) (２．５６３) (２．６６０)

ACC ０．５９１∗∗∗ ０．６１９∗∗∗ ０．６６９∗∗∗ ０．６７０∗∗∗ ０．７１３∗∗∗ ０．７１５∗∗∗

(３．１９６) (３．３４３) (３．６１０) (３．６０９) (３．８４６) (３．８５５)

　　注:括号内为z估计量;∗∗∗、∗∗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二)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影响的显著性,按照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先后对模型２中式(２)
　表３　交通基础设施对生产性

服务业影响的实证结果

SDE SLE

ACC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h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wage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market
０．０５４∗∗∗ －０．１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fdi
－０．０７３ ０．２７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３)

gov
－０．００１ １．７１５∗∗∗

(０．４２３) (０．４５８)

cons
２．２１４∗∗∗ ３．０５６∗∗∗

(０．１５９) (０．１７３)

N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R２ ０．０１ ０．１３

　　 注:括 号 内 代 表 标 准 误,∗∗∗、

∗∗、∗分别代表在１％、５％和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和式(３)进行参数估计,以判断生产性服务业在交通基础设施影响经济

集聚路径上的中介效应,得到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交通基础设施对

中介变量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的影响系数均为

正,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和专业化发展

具有一定的影响.
(三)不同地区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对模型１和模型３进行参数估计,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

务业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从全国来看,模型１的

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这是因为地区的可达性

提升会导致该地区的企业大量聚集.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中介

效应,模型３的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和专业化均促进了经济

集聚,多样化的作用更为明显,并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对于多样

化比专业化更能促进中国城市的经济集聚,可能的解释是:
第一,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集聚.Duranton和Puga(２００１)提出的

“技术池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相比专业化更能够促进企业之

间的知识传播和扩散,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企业实现规模生产,
从而带动产业链其他产业的多样化发展,有利于经济集聚提升.

第二,规模经济效应促进经济集聚.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生
产性服务业多样化的需求愈加旺盛,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从低端向高端演化,有利于企业向产业链和价

值链的高端攀升,降低了企业多样化需求的搜寻成本,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形成明显的规模经济

效应,从而提升了城市经济集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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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区域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全国

模型１ 模型３

东部

模型１ 模型３

中部

模型１ 模型３

西部

模型１ 模型３

ACC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SDE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SLE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h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wage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２∗∗∗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market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gov
－０．１８０∗∗∗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２∗∗∗ －１．４９３∗∗∗ －１．５００∗∗∗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fdi
－０．３４７∗∗ －０．３４８∗∗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３ －１．１２５∗∗∗ －１．１７８∗∗∗ －１．２５６∗∗ －１．２６０∗∗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１)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９) (０．２７４) (０．２７４) (０．５４２) (０．５４０)

W×ACC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３∗∗∗ －０．１８２∗∗∗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W×SDE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６)

W×SLE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W×h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W×wage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８ ０．３０３∗∗∗ ０．２８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６)

W×market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０．２００∗∗ ０．１９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２)

W×gov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５ ０．５１７∗∗ ０．３４２ －０．８９１∗∗∗ －０．９１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５) (０．２３０) (０．２３６) (０．２１０) (０．２０９)

W×fdi
０．９８３∗∗∗ ０．８３７∗∗ ０．１１０ ０．４０７ －１．７２５∗∗∗ －１．７５８∗∗∗ ２．０４０ １．８３３
(０．３６９) (０．３７３) (０．３３１) (０．３５１) (０．５５６) (０．５５５)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ρ
０．６２５∗∗∗ ０．６２７∗∗∗ ０．６６２∗∗∗ ０．６２９∗∗∗ ０．４８４∗∗∗ ０．４６７∗∗∗ ０．２４４∗∗∗ ０．２４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N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１２１２ １２１２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０
R２ ０．３９ ０．４１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６９ ０．６９ ０．０１ ０．０１

第三,选择偏好效应促进经济集聚.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多样化偏好存在着相互促进和自我强

化的集聚机制,企业生产者从供给角度偏好多样化生产,而居民消费者从需求角度偏好多样化消费,
显然多样化更有利于劳动和资本的吸收,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１５].

以上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假设１: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显著的影响.
进一步考察空间溢出效应,空间系数ρ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济集聚呈现显著的空

间溢出效应,经济集聚水平高的地区能够带动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滞后项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形成跨区域扩散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呈现正向的

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呈现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本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

聚阻碍了周边地区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当地政府对本地区产业施行保护政策,这会导致

区域间的交易成本增加和产业结构的趋同,阻碍了地区之间形成空间产业联动效应.
从不同区域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自东向西呈现阶梯状分布,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西

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进一步分析东部、中部及西部三大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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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的异质性影响,东部和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均为正向效应,中部地区的影响效

应显著,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集聚效应的形成.功能等级较高的交通

基础设施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挥的作用有限,难以实现人员

和货物运输的衔接转换,无法辐射周边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集聚效应反映了空间异质性的影

响,说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存在不平衡格局.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

在三大区域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在东部地区形成显著的经济集聚效应,
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较多,并分布着更多先进、附加值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

更高端,能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更有利于提升经济集聚水平.而中部地区集聚了大量农

村人口,面临较少的自然资源和较严重的贫困问题,规模经济效益还有待挖掘.西部地区过度依赖于

传统的制造业和资源型产业,故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水平较低,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第三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度量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EA),这是一个城市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当EA＜１时,表明城市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阶段,城市发展仍以第二产业为主,当EA≥
１时,表明城市经济发展处于城市化阶段,城市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和优化,城市发展以第三产业为

主.本文以２０１６年城市的产业结构为标准选取其他年份样本数据,其中处于工业化阶段和城市化阶段

的城市数分别为１１１个和１７５个.当大规模工业化过程接近尾声时,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逐渐向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演进.随着中国城市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

段,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制造业成本,促进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
　表５　 经济发展阶段异质性的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工业化阶段

模型１ 模型３

城市化阶段

模型１ 模型３

ACC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SDE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SLE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W×ACC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W×SDE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８)

W×SLE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ρ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N １３３２ １３３２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R２ ０．６６ ０．６４ ０．３８ ０．４１

如表５所示,在工业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集

聚的影响为显著的正向效应,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

和专业化对经济集聚的影响为负向效应.可能的原因

为:一是处于工业化阶段中国服务业大多数为劳动密集

型产业,并位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技术门槛较

低,虽然服务业集聚会有较高的经济产出,但却不利于经

济集聚的提升;二是中国服务业不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

效应,而且没有与制造业形成良好的互动,反而盲目地

“退二进三”“腾笼换鸟”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对经

济集聚影响,这与于斌斌的观点相一致[１６].随着中国进

入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由正向

效应转为负向效应,这是因为交通设施存在门槛变量,溢
出效应亦受制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１７],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升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对经

济集聚程度的影响由集聚效应转为扩散效应,更能够实

现社会经济均衡发展.尽管交通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初

期能够促进经济集聚,但其影响程度取决于现有交通网

络的发达程度.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和专业化对经

济集聚影响为正向效应,这说明渐进式发展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对一个城市的经济集聚的促进作用

是不断增强的.这是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需求大大增强,此时劳动力由制

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有利于服务业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促进地区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
对于空间溢出效应,在工业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多样化呈现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在
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五)不同城市规模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以２０１６年为基准样本数据,按照市辖区人口数量将城市分为特大城市(５００万以上)、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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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１００~５００万)、中等城市(５０~１００万)和小城市(５０万以下),个数分别为１３个、１４２个、８９个和４２
个.如表６所示,当城市的人口规模超过１００万时,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集聚的影响效应由负向转为

正向,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集聚的影响效应逐渐增强.这是因为人口

密度越大的城市,技术和信息的流动越顺畅,由此产生的外溢效应越强,经济集聚效应越显著.考虑

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和专业化的中介效应时,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有利于经济集聚程度的提升.
这一结论较好地解释了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的城市主要积聚在人口密集地区这一现象,城市学家 HenＧ
derson在分析不同等级和规模城市的功能时发现,大城市因其人口规模和产业多样性在发展服务业

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这是因为人口规模大的城市自身市场需求较大,从而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形成

规模经济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由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具有种类繁多的产品、
服务和多样化的劳动力,能通过集聚效应带来分享、学习和匹配的机会,进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并为

企业发展提供丰富的中间投入品和人力资本,这有利于行业间协同发展,为知识溢出和成果创新提供

条件,这种显著的优势使得大城市加快向城市化高级阶段演进,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并且

提升了经济集聚效应.
　表６ 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特大城市

模型１ 模型３

大城市

模型１ 模型３

中等城市

模型１ 模型３

小城市

模型１ 模型３

ACC
０．１０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１１９∗∗∗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４)

SDE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３)

SLE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W×ACC
－０．４６１∗∗∗ －０．３４４∗∗∗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１∗∗∗ ０．２２６∗∗∗ ０．２４５∗∗∗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１∗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２)

W×SDE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２)

W×SLE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９ －０．１４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ρ
０．１２７ ０．１４３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N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７０４ １７０４ １０６８ １０６８ ５０４ ５０４
R２ ０．７１ ０．７７ ０．７９ ０．７９ ０．４０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３７

而在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和专业化对经济集聚的影响为负,这是因为城市规模等级越

小,生产性服务业越处于低水平建设阶段,即没有高技能人才和丰富的资源作为支撑,也没有技术创

新作为动力,产品同质化严重从而阻碍了经济集聚的形成.一方面,小城市对服务业的需求受到地理

位置、人才及基础设施水平的限制,无法较好地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往往局限于

低端化,无法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攀升,抑制了经济集聚,因此无法与制造业形成协同集聚发展,对
本地区经济集聚的促进作用呈逐级递减趋势.对于空间溢出效应,特大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呈现出

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呈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全国２８６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

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

务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

空间梯度性,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对经济集聚影响为正,西部地区由于区位因素阻碍了经济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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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效应不同,在工业

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影响为集聚效应,在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影响为扩散效应;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集聚的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在特大、大城市和中等城

市中,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了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在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具

有一定的负向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交通基础设施具有空间差异的特征,政府制定交通

基础设施相关规划时,不应盲目投资,应根据不同区域和城市的产业特色,逐步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梯

度建设力度,加强城市之间的可通达度.交通基础设施应以促进资源快速流动为最终目的,充分发挥

不同运输方式的优势,满足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对于落后地区,应优先发展有利于经济聚集

的项目,如建设高等级公路、布设主要交通干道等,以此提升当地经济集聚能力,而处于城市化阶段的

城市则要重点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加快知识溢出与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多样化

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对于大城市,应以服务功能为主,利用人力资本和市场潜能等优势,鼓励

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水平发展,而对于中小城市,应以生产功

能为主,重视对特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培育和扶持,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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